
 

 

 

 

 

 

 

 

 

 
 

 

在光鲜亮丽且节奏迅速的企业世界表象之下，董事们往往潜

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一次判断失误或错误的商业决

策，便可能导致其职业生涯遭受毁灭性打击。 

本文旨在通过剖析马来西亚公司法中的一项基础原则, 商业判

断规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缓解此类忧虑，并阐明

董事可在何种界限内安全地行使裁量权，而不致承担法律责

任。 

董事的职责 

董事对公司负有以合理谨慎、技能及勤勉履行职责的义务，

并须始终以适当目的、善意，以及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的方

式行使其权力。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载于《2016年公司

法》（Companies Act 2016）第213条。 

所适用的标准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该标准以对承担相同职

责的董事所合理预期应具备的知识、技能与经验为衡量基

础，并同时考虑该董事实际所具备的任何额外知识、技能与

经验。 

一旦构成违反，该董事可能触犯该法令项下的罪行，并可被

判处最高五年监禁及／或最高300万令吉罚款。 

 

 



相关判例 

 

过去，马来西亚法院曾审查董事作出的以下行为或决定： 

• 在 Iris Corp Bhd v Tan Sri Razali bin Ismail & Ors [2026] 1 MLJ 807(上诉法院)

案中，尽管该投资据称存在程序不规范之处，董事批准了一项价值1170万令吉

的投资，而该投资最终失败。  

• 在 Nautilus Tug & Towage Sdn Bhd v Nautical Supreme Sdn Bhd & Ors [2025] 

3 MLJ 573(上诉法院)案中，董事被指控通过与公司签订顾问服务协议，合谋或

以不诚实的方式协助该合谋行为，将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转移至自身。  

• 在 Tengku Dato’ Ibrahim Petra bin Tengku Indra Petra v Petra Perdana Bhd 

[2018] 2 MLJ 177(联邦法院)案中，董事批准并执行了两项具争议的股份出售交

易，据称该交易导致股东蒙受损失。  

• 在 Pioneer Haven Sdn Bhd v Ho Hup Construction Co Bhd 及其他相关上诉(上诉

法院)案中，若干董事于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旨在罢免现有董事会多数成员）前

夕，通过董事会决议，签订一项联合发展协议，而该协议涉及公司土地的处

置。  

本文无意详述各案复杂事实，但这些案例揭示了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张力：商业决策在

何种情况下会越界构成违反董事义务？商业判断规则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董事免于

承担责任？ 

 

判断标准（The Test） 

 

司法实践普遍承认，法院不应仅因某项决策在事后看来属于商业上的不明智行为，便

以自身判断取代依法享有公司管理权的董事所作出的决定。现实中，董事被质疑的作

为或不作为，往往更合理地归因于疏忽、无法预见的情形，或是在善意基础上作出的

决定。 

在 Petra Perdana案中所采纳的董事违反受信义务之判断标准已相当确立，即：在全部

既存情形下，一名处于该董事相同地位，具备理性且诚实之人，是否能够合理地相信

该行为或决定符合公司利益。此一标准通常被称为 Charterbridge 原则。 

以下法定条文及普通法原则进一步为董事提供保护: 

《2016年公司法》第214条：商业判断规则 



商业判断规则的核心在于董事如作出商业判断（business judgment），在符合以下条

件时，即被视为已履行其注意义务，以及普通法与衡平法下的相应义务： 

(1) 该商业判断是出于适当目的并以善意作出；  

(2) 董事对该商业判断的事项不存在重大个人利益；  

(3) 董事已在其合理认为适当的程度上，充分了解该事项；以及  

(4) 董事合理地相信该商业判断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第三项要求, 即董事须在充分知情基础上作出决定, 必须结合第213条加以评估。该条以

双重标准衡量董事的行为：一方面是对其在相同职责下合理应具备的知识、技能与经

验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是其实际所具备的知识、技能与经验。 

此外，第215条承认董事在一定情况下可合理依赖专业人士或专家提供的建议、意见、

报告或陈述，但前提是董事已结合其对公司情况及公司组织架构与业务运作复杂程度

的了解，对有关资料作出独立评估。 

在 Iris Corp 案中，法院考虑了以下因素： 

元素 考量 
基于适当目的并以善意行事 董事长期担任董事职务，并在公司后续

出现财务困难时仍持续参与公司事务，

此情况足以支持法院推定其行为系出于

对公司利益的真诚考量。 
不存在重大个人利益 该项投资属于公司核心业务的一部分，

且董事不会因该决定而取得任何个人利

益或私利。 
充分了解情况 董事通过参与会议及实地考察，对该项

投资已累积相当程度的先前认知，并非

在信息真空中作出决定，而是依赖其对

公司业务及相关项目的既有经验与理解

进行判断。董事有合理依据相信其已取

得足够信息，以评估该项投资的利弊与

价值。 
 

公司最佳利益 判断标准在于董事是否诚实地相信其行

为符合公司利益，而法院亦须在相关情

境下评估该信念是否合理，并综合考虑

以下因素： 
 
(a) 该项投资是否与公司的核心业务

相一致； 



(b) 机会规模的大小； 
(c) 董事对该投资是否符合公司战略

框架所作的认知与评估； 
(d) 是否不存在任何不当或自利的目

的。 
 
若该行为或不作为对公司造成重大损

害，则董事将更难说服法院其确实诚实

地相信该行为符合公司利益。 
 

 

显然，上述各项要素彼此关联，并指向同一结论：商业判断规则并不要求决策必须成

功或判断必须毫无差错。相反，其核心在于审视董事在作出决策当时，其诚实信念是

否具有合理性，而非事后续发生的事件是否证明该判断正确。 

其法理基础何在？商业风险本身即为商业活动的固有属性。合理且正当的风险承担不

仅是常态，更是企业成长与创新的必要条件。董事不应仅因其在善意基础上、于高风

险及时间压力下所作出的决策最终导致损失，而被追究责任；即便该决策在事后取得

的信息来看可能显得不合理或不谨慎（ex post facto）。若不作此理解，将会阻却有能

力人士担任公司董事，或迫使董事采取过度保守的决策方式，从而削弱公司治理所欲

促进的企业活力与创新性。 

《2016年公司法》第581条：免责救济 

即便董事的行为构成违反职责，《2016年公司法》第581条仍赋予法院酌情减免除董

事法律责任的权力，前提是该董事行为诚实、合理，且法院认为其应获公平宽免。 

要素 考量 
诚实 该董事是否诚实行事，并相信其决定将

有利于公司？ 
合理性 考虑董事对公司业务的认知、其行业经

验以及其当时所能获取的信息，该受质

疑的行为是否属合理？ 
宽免的公平性 在综合所有情境因素，包括董事在公司

服务的年限、其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该决策所具备的真实商业理由，以及不

存在任何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对该董事

施加法律责任是否显属不公平？ 
 

第581条所提供的免责救济，作为额外的保障机制，与商业判断规则所提供的保护相互

补充。 



结论 

 

虽然商业判断规则及《2016年公司法》第581条在董事决策受到审查时，为其提供了

重要的保护，但这并不构成不当行为的“免责通行证”。法律所保护的是诚实且合理的

判断，而非欺诈、不诚信或自利行为。 

事实上，《2016年公司法》对不诚信行为划出了明确界限。若董事明知而参与以任何

欺诈目的经营公司业务，则可能根据第540条就欺诈性交易承担个人责任，在此情形

下，公司面纱 (corporate veil)亦无法为其提供庇护。 

因此，法律上的区分是清晰的。法律所保护的是以善意作出的商业风险承担。在董事

以诚实及合理方式行事时，法律会相应减轻其责任。但当行为涉及欺诈或不诚实时，

法律则会予以严厉回应。 

在光鲜而高速运转的企业世界表象之下，董事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心行事，因为

法律会尊重其诚实且经过审慎考虑的决定，而只有不当行为，而非单纯的判断失误，

才会引致法律责任。 

 

 

 


